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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金融集聚与地区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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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集聚是影响地区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中国的金融集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政府力量的干预。对政府干
预影响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运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
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集聚制约了技术进步，政府干预可以促进金融集聚发挥正向作用，但促进效果随时间推移
而减弱；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劳动力流动管制和金融抑制三种干预方式的积极影响不同，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
未能改善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不同渠道的政府干预手段均有滞后性；政府干预并非越多越好，其在中、东部
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具积极意义，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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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难以自然形成金融集聚区，面对与老牌资本主

义国家的竞争及国内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需求，金融集聚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供给引导型，政府干预成为

主要推动力量。同时，金融集聚所具有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并为企业创新提供融资渠道等功能，以及

金融资源的高流动性和多变性，也要求政府对其进行适度干预与引导。然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经济运

行的主体必须是市场，虽然政府主导下的金融集聚进一步放大了金融业对 ＧＤＰ数字的推动作用，但其对
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否如数字增长一样可喜？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

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政府干预手段的效果有何差异？

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一方面，政府主导有利于突破既定制度和特定发展阶段的束缚，可以有效降低

项目成本、提高规划落实效率，为金融集聚提供经济基础和设备保障，方便企业为创新行为寻求资金支

持；另一方面，在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员的选拔和提升标准与经济绩效挂钩，ＧＤＰ增
长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周黎安，２００４）［１］，致使地方政府官员利用金融改革中的制
度缺陷，掠夺和干预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Ｌ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２］，为能够在短期内提升ＧＤＰ的项目提供金融
资源支持，使得金融集聚难以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反而更加挤出了研发类企业的资金供给。因此，在政

府主导金融集聚的过程中，掌握政府干预的分寸和方式至关重要，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可以作为考

察政府干预程度和效果的重要表现。

伴随着各地政府支持下金融集聚的迅速发展，相关研究多以 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９７）金融功能理论为基础［３］，

探讨金融集聚在资本积累、城市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更细致的，还有学者就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工

业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然而，金融集聚在我国“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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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对我国金融集聚作用效果的研究有必要从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政府干预入

手，仅从其自身的融资功能和推动资本迅速积累的数字增长表象来分析是不够的。

那么，政府干预究竟是“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其对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干预是否利大于

弊？学术界对此虽然有所关注，然而结果众说纷纭，余明桂和潘红波（２０１０）认为金融发展提高企业竞争
但是由于地区差异和渠道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４］，而巴曙松等（２００５）认为金融发展需要借助政府调
控的力量［５］。基于此，本文以金融集聚区建立、发展所受政府干预为切入点，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政府

干预指标，通过设定技术进步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干预如何影响金融集聚的技术进

步效应，并进一步引入偏效应及时间趋势项交互模型对其进行验证。此外，本文还对其中可能的作用渠

道及政府干预在地区间作用效果的差异性进行了关注，以期为我国金融集聚区建设的政府规制提供更为

具体的指导，对合理发挥政府力量、充分促进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提供借鉴。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

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模型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最

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理论机制分析

我国金融集聚的形成模式是供给引导途径，即政府在其中充当加速金融深化、推动企业发展和创新

的主要建议者、决策者与立法者。金融集聚可以通过资本供给、价格机制与信息传导网络影响企业创新

行为。由于企业研发需要大量持续性的资金投入，金融所具有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以及提供融资渠道

等功能，可以影响企业外部融资获取、改变技术创造比率，这一效果在金融集聚区各种金融机构的协同作

用下会更为明显。大量金融资源集聚于低效率部门，会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和金融市场主体结构的失

衡，抑制或弱化市场主体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导致市场自身调节机制的失灵，使得金融集聚的正向作用得

不到发挥，不利于地区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本文认为对企业创新“隔靴搔痒”的政府支持与“福祸相依”的

金融集聚恰好可以相辅相成，政府将单方面对企业的支持用于规制金融集聚，以行政与市场手段相结合，

则可以通过一个有秩序、有规划、高效集聚的金融市场，为企业提供资金、引导企业发展方向，满足企业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目标的同时，推动企业创新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该假设留待后文

的实证研究中检验。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直接控制企业（即国有企业），提供电信、能源、交通等

生产或服务，主要体现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上；二是政府间接经济管制，具体包括商品市场管制、劳动

力市场管制和金融市场管制，其对应的代表性干预工具是财政支出、劳动力流动管制以及金融抑制政策

（斯蒂格利茨，１９９８）［６］。本文借鉴其思路，从财政支出、劳动力流动管制、金融抑制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
垒四个方面，具体论述政府干预如何影响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总结其作用机制。

１．财政支出。企业在金融集聚发展初期研发投资动力不足，企业积累及流转资金需要一定的财政支
持。财政补贴大于公司负债时，财政补贴和税收都能够促进公司投资，进而也有利于公司的研发投入和

技术创新。而在集聚结构失衡或出现供给“瓶颈”时，政府通过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支持，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缓解因价格和利益关系变动带来的矛盾，为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与企业谋求技术进步拉动转型升级

提供保障。

然而，我国政府支出在结构上以回报率高的基础设施等公共投入项目为主，用于金融监管以及教育、

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有限，因而对金融集聚的调节作用有待观察。并且，财政支持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企业的政治联系，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支持可能会加剧金融集聚自身引致的资金配给不公，进

而扭曲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更无法疏通资金进入技术研发领域。财政

支出结构的偏向性以及财政支持获取上的不公导致资金配给的扭曲和不公，收益较慢的创新型企业难以

获得金融资源。

２．劳动力流动管制。随着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发展，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有所放松。劳动力流
动，尤其是具有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是推进金融集聚区迅速、高水平发展以及企业创新研发和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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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备条件。地方政府为吸引所需的各类人才而出台诸多有利政策，政府及企业为高水平人才提供高额

收益和补贴，可在短时间内集聚大批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才，为金融集聚区的人力资源配置、技

术创新团队打造、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提供保障。但针对劳动力流动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依然存在，同时

针对不同户口存在就业歧视，外来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往往不得不面对权益和社会保护的缺失，

劳动力自由竞争如果得不到充分保证，高低技能劳动力无法充分匹配，就会不利于金融集聚的良好发展，

区内效率水平更会受到制约。

３．金融抑制。金融抑制一方面表现为政府行为直接介入金融运行机制，采取改变金融价格实现既定
经济目标的政策，如信贷规模控制、规定利率上限、外汇管制等各种抑制性措施；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

偏向性主导与企业融资中的歧视性待遇，如政府对金融市场主体———本国金融机构与外国金融机构、国

有或政府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进行差异化对待。政府干预信贷资源配置，往往会加剧金融集聚在资

本配置方面的不公，使得政府控制的企业融资约束较低，能够获得更多银行资金，而亟须发展资金且具有

较好成长性的私营企业却往往得不到融资支持，大批企业无法获得最佳生产技术的连续投资，从而抑制

了技术研发和技术进步（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７９）［７］。虽然金融抑制会扭曲资本要素价格，使资金分配向政府和国企
倾斜，但政府和国企在发展高科技产品上相比于中小型企业具比较优势，并且低廉的要素价格也会诱导

其选择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进而促进技术进步。

４．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
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占比较大，成为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有效工具。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主要体现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即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限制和干预（Ｐａｒｋ，
１９９８）［８］。虽然部分企业会在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和寻求行政庇护之间进行权衡和比较，选择迅速、直接且
有效的方法来占据市场优势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资源被投入到腐败和寻租中，此时行政性壁垒不仅无

法调节金融集聚的资金配给功能，反而会加剧对企业研发资本的剥夺。然而，行政性壁垒门槛的主要影

响对象是实力较差、效率较低的小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金融集聚区的优质资

源条件和政府优惠政策能够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进入市场。一般来讲，以 ＦＤＩ为代表的外国技
术引进一直是国内企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效渠道，而外资企业往往寻求实力较强、具有政策优势的

大中型企业进行合作。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以牺牲部分效率较低的民营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能够为规

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及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尤其是提供一般性企业无法轻易获得的

信贷资金、政策红利等，使得这类企业更容易与外资企业合作并通过“干中学”效应获得外资技术溢出，进

而改进金融集聚区的技术水平。

三、模型、指标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１．面板模型
对于技术进步实证研究的众多文献都是在静态面板框架内展开的，该方法可以控制个体效应对回归

结果产生的偏差影响（韦倩等，２０１４）［９］。本文旨在探究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
此设立两个对比模型，检验加入政府干预因素前后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作用的变化。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ＴＦＰｉｔ＝θ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αＸ
ｎ
ｉｔ＋Ｃｉｔ＋μｉ＋ξｉｔ　　（１）

ｌｎＴＦＰｉｔ＝λ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η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αＸ
ｎ
ｉｔ＋Ｃｉｔ＋μｉ＋ξｉｔ　　（２）

ｌｎＴＦＰｉｔ＝λ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η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γ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ｔ＋αＸ
ｎ
ｉｔ＋Ｃｉｔ＋μｉ＋ξｉｔ　　（３）

其中，μｉ表示地区，μｉ表示时间，ＴＦＰｉｔ为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技术进步；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是各地区金融
集聚的代理指标；Ｐｏｌｉｃｙｉｔ表示政府干预。此外，这里还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Ｘ

ｎｉｔ，包括增长状况的控制变量

Ｇｄｐｉｔ（经济发展水平），禀赋状况的控制变量Ｒｅｓｉｔ（自然资源禀赋）、Ｉｎｆｒａｉｔ（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对外经
济发展状况的控制变量Ｏｐｅｎｉｔ（对外开放度）和Ｆｄｉｉｔ（外商直接投资）。Ｃｉｔ为常数项，μｉ表示未观测个体效
应，ξｉｔ是随机干扰项。考虑到技术进步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前期偏向走势的内在继承性，同时为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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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遗漏未考虑到的其他影响因素，文章设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在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时，将其

滞后一期ｌｎＴＦＰｉ，ｔ－１分别纳入模型，并将模型中考察的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替换为（Ｐｏｌｉｃｙ×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ｊ，ｊ
为滞后阶数。

２．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偏效应
为了计算加入政府因素后金融集聚对各地区技术进步的综合影响，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

估计模型中交叉项变量的偏效应。对模型（２）中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对ｌｎＴＦＰｉｔ的偏效应进行计算：
ｌｎＴＦＰｉｔ
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λ＋η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４）

其中，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的作用系数是政府干预Ｐｏｌｉｃｙｉｔ的函数，即θ＝λ＋ηＰｏｌｉｃｙｉｔ，因而η代表了政府干预
对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系数。

（二）变量选取和度量

１．技术进步的度量
测定技术进步的方法较多，包括迪维西亚指数（ＤＶ）、时间趋势指数（ＴＭ）和广义技术进步指数等，李

衍龙（１９９５）将不同方法应用于同一组数据来模拟计算技术进步［１０］，显示广义技术进步指数与实际观察

计算值拟合效果较好。索洛余值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集约增长后的未被解

释部分归结为技术进步的结果，称为技术进步率，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固定资本

存量的增长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因此，本文借鉴 Ｌｕｉｎｔｅｌ和 Ｋｈａｎ（２０１１）等的方法［１１］，选取全要素生产率

来衡量技术进步，并运用索洛余值法算出。其中，Ｙ表示各省历年ＧＤＰ，以１９９８年为基期ＣＰＩ指数平减处
理；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中国各地区历年资本存量Ｋ，即Ｋｉｔ＝（１－δ）Ｋｉｔ－１＋Ｉｉｔ，以１９９８年的资本存量估
计为基年，基年的资本存量为Ｋｉ１９９８ ＝Ｉｉ１９９８／（ｇ＋δ），ｇ为各地区的资本平均增长率，δ为资本存量的折旧
率，折旧率借鉴张军等（２００４）的测算定为９６％［１２］；劳动数据Ｌ采用各地区就业人员数来表示。
２．政府干预的测度
本文旨在对金融集聚影响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干预行为的矛盾性作用效果进行分析。基于韩剑

（２０１４）对政府干预的研究［１３］，分别从政府干预的四个主要方面———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以及商品市

场管制、劳动力市场管制、金融市场管制测算，形成了本文寻找政府干预代理变量的四个政策工具，分别

是财政支出ＧＳｉｔ、劳动力流动管制ＬＭＣｉｔ、金融抑制ＦＳｉｔ以及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ＡＢＭＥｉｔ，指标选取如表
１所示。

表１ 政府干预评价体系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属性

正指标 逆指标

财政支出ＧＳｉｔ 政府财政支出（包括预算支出和预算外支出）／ＧＤＰ
反映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

的参与程度
％ √

劳动力流动管制ＬＭＣｉｔ
住本调查小区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

住本调查小区户口在本乡镇的人数
反映劳动力流动的干预管制 ％ √

金融抑制ＦＳｉｔ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量／银行总信贷
反映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

的扭曲程度
％ √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

ＡＢＭＥｉｔ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反映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占

市场份额
％ √

３．金融集聚的测度
金融集聚具有多重均衡和不稳定的特征，因而对其集聚水平的测度较为复杂，学界公认的测算方法

多从诸多产业集聚测度方法中推演而来。结合研究目的，本文对产业集聚区位熵指数进行扩展得到金融

产业集聚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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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ＰＳｉｔ
Ｘｉｔ
）／（ＰＳＸ）　　（３）

其中，ＰＳｉｔ、Ｘｉｔ代表ｉ地区在时间ｔ的金融业从业人数和全部就业人数，ＰＳ、Ｘ代表全国金融业从业人
数和全部就业人数。该比值越大，表明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该地区金融行业的发展规模及其在全国金

融业中的占有比例越大，金融集聚程度越高。除了金融业从业人员数外，金融资本数据也是反映金融业

份额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中，将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中的金融业从业人数更换为金融机构各项存
贷款余额，重新计算中国金融区位熵指数作为替代性指标。

４．控制变量的选取和测度
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ｉｔ来控制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技术进步的影响，该指标使用各地

区以１９９８年为基期对ＣＰＩ平减后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当地总人口得到。资源产业依赖对地区 ＴＦＰ的发
展在不同阶段具有显著且复杂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将资源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各省份自然资源丰裕

度以能源产量衡量，主要包括原煤、原油和天然气。能源产量的计算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计算公式进行折

算：能源产量＝原油产量×１４３ｔ／ｔ＋天然气产量 ×１３３ｔ／１０００ｍ３＋原煤产量 ×０７１４ｔ／ｔ，人均自然资源数
量Ｒｅｓｉｔ由能源产量除以人口数量得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显著相关的另一因素是交通基础设施（张浩
然、衣保中，２０１２）［１４］，其指标衡量考虑三种最为重要的交通类型：公路、铁路与内河航道，加总三类交通基
础设施里程后再除以各地人口数量，得到人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Ｉｎｆｒａｉｔ。由于国际贸易和 ＦＤＩ也是国际
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也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控制，对方开放度Ｏｐｅｎｉｔ和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ｉｔ分别以
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与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各地区ＧＤＰ、ＣＰＩ、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额、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所有行业的总就业人数、各地政府财政支出、外来人口和常住人口数、国有

工业企业总产值以及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四大国有商业

银行信贷总值及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银行总信贷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来自《新中国统计资料６０年汇编》。原油、天然气和原煤产量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
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我们将其从样本中剔除，因此考虑的截面单位是３０个省份。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动态面板回归

技术水平的提高从长期来看是个动态过程，既受当前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的趋势继承性。

基于此，将技术进步的滞后项引入模型构造动态面板，以控制技术进步的内在继承性并克服模型中其他

影响技术进步的变量可能缺失的问题。为克服内生性和异方差性，这里采用系统ＧＭＭ方法，进一步对模
型进行动态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技术进步的滞后项在全样本中的系数显著为正，前期技术进步与被解释变量间呈现

出强烈的正向相关性，表明技术进步具有很强的惯性特征和内在趋势继承性。特别是这里使用的技术进

步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关的要素信息，因此，对下一期技术进步的影响尤为突出。由表２可知，在以技术进
步的滞后项涵盖其他未涉及变量以使模型更加全面后，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均在保持显著性的前提下有

所下降，证实了回归中的确存在对技术进步内在继承性的忽略，同时动态回归结果使用了更多工具变量，

增强了可识别性，因而结果更为合理。

同时，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的消极作用都十分显著，且政府干预与金融集聚交互项的系数仍然为正。

表２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表示了政府因素对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代入政府干预变量的平均值
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可得到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对ｌｎＴＦＰｉｔ的偏效应估计值为００００６３９。为进一步检
验该偏效应估计值的显著性，我们将（Ｐｏｌｉｔ－７．１１４６）×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所得到的值替代交互项的值并重新进行
回归，发现金融集聚偏效应估计值在５％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于此，金融集聚偏效应的显著性及政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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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的促进作用得以验证。本部分得到的结论是，金融集聚作用的发挥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政府干预每

增加一个百分点，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上升约０３７％。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对政策效果的
变化情况进行考察，分别将Ｐｏｌｉｔ×Ｅｆｉｎｉｔ的一阶、二阶及三阶滞后项引入模型，回归结果显著，表明政府干
预对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政策当期以及滞后二期后的政策促进效果最为明显。

表２ 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偏效应有效性 模型（３） 模型（２）（ｊ＝１）模型（２）（ｊ＝２）模型（２）（ｊ＝３）

Ｄｅｐ（－１）
０．４２９１

（０．０２１２）
０．４０９８

（０．０２７１）
０．４０７２

（０．０２８９）
０．４３４９

（０．０２７１）
０．４５５７

（０．０２８５）
０．５０５６

（０．０１６８）
０．４３２３

（０．０１８９）

Ｅｆｉｎｉｔ
－０．０８８６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４３）

Ｐｏｌｉｔ×Ｅｆｉｎｉｔ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９）
（Ｐｏｌｉｔ－７．１１４６）×

Ｅｆｉｎｉｔ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８）

Ｐｏｌｉｔ×Ｅｆｉｎｉｔ×ｔ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０．３１９０

（０．０１２０）
０．３２６３

（０．０１３８）
０．３２７０

（０．０１３７）
０．３１４１

（０．０１４５）
０．３００６

（０．０１６２）
０．２５５０

（０．００８８）
０．２９６３

（０．０１１４）

ｌｎＲｅｓｉｔ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２９）

Ｏｐｅｎｉｔ
０．１６２８

（０．０１５５）
０．１６０３

（０．０１５８）
０．１５６９

（０．０１７５）
０．１６４０

（０．０１８７）
０．１４９２

（０．０１６２）
０．１０１５

（０．０１６５）
０．１５２９

（０．０１３３）

ＦＤＩｉｔ
０．６１３１

（０．２０４４）
０．６７６５

（０．２７９６）
０．６４７１

（０．２８１０）
０．５５２３

（０．２６６１）
０．７２０１

（０．３９７４）
０．７３５５

（０．１５８６）
０．６５４７

（０．１６６０）

ｌｎＩｎｆｒａｉｔ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３３７）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５３）

Ｃｉｔ
０．８５２９

（０．０４９８）
０．９４９３

（０．０７４５）
０．９４８２

（０．０７９３）
０．８９９０

（０．０６８２）
０．８６１２

（０．０５８０）
０．９９８９

（０．０５９０）
１．０７８９

（０．０５５７）
Ａｒ（１）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３８

Ａｒ（２） ０．１８６６ ０．１４７３ ０．２１３９ ０．１４３８ ０．１５０７ ０．１４４５ ０．１７８７

Ｓａｒｇａｎ ２９．０３４６ ２７．６７５２ ２７．４５８０ ２８．７１２９ ２９．５３９６ ２８．８６５３ ２９．３５８２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０．８２２０ ０．８６６９ ０．８７３４ ０．８３３３ ０．８０３６ ０．７９５０ ０．６４９１

　　注：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符号、、表示在１％、５％、１０％下的显著水平，下表含义与此相同。

（二）作用机制检验：分项指标回归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政府干预手段的作用，我们分别以财政支出、劳动力流动管制、金融抑制、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代替模型中的政府指标进行检验，并继续对各个政策效果的时效性进行考察。

比较四种政策分项指标的回归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的系数绝对值最大，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与金融

抑制的影响次之，而劳动力流动管制的作用系数最小，这可能与流动人口登记制度不完善有关，外来人口

占本地人口的指标数据为各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人口流动情况统计具有一定困难，难以反映全部真实信

息。同时，近年来各地区流动人口数量大幅攀升，因而转换成正向政府管制指标的传统户籍制度对流动

人口的限制有所下降，且劳动力在各生产要素中流动较为自由，受政府干预影响相对较小，尤其是金融集

聚更为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所受限制越来越小，几乎不受限制，地方政府为吸引这类人才而给出

大量优惠条件。这可能也是劳动力流动管制系数较小的原因之一。从回归结果来看，当前的劳动力流动

管制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为正，政府对劳动力的流动有必要进行规制，以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推动劳动力

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分地区回归检验

由于我国的金融集聚程度和政府干预力度存在很强的地区差异性，并且各地区间经济实力、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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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以及科研投入等影响技术水平的因素本身也存在较大不平衡，因此有必要进行分地区检验，在控制地

区差异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在地区间有无差异性。

表３ 分项指标回归结果

财政支出ＧＳｉｔ 劳动力流动管制ＬＭＣｉｔ 金融抑制ＦＳｉｔ
行政性市场进入

壁垒ＡＢＭＥｉｔ

Ｄｅｐ（－１） ０．４４２２

（０．０３８０）
０．４３４４

（０．０２７８）
０．４１４３

（０．０３３０）
０．４２００

（０．０３１３）

Ｅｆｉｎｉｔ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７６）

Ｐｉｔ×Ｅｆｉｎｉｔ
－０．０１７３
（０．１６８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１２２７

（０．０１５８）
０．１１６７

（０．０１９２）

Ｐｉｔ×Ｅｆｉｎｉｔ×ｔ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０３

（７．０４ｅ－０５）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０２３）

Ｃｉｔ
０．５８２６

（０．１１０１）
０．９０８６

（０．０７０５）
０．８２０７

（０．０８８８）
０．８５７０

（０．０７７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２８８
Ａｒ（２） ０．１３９７ ０．３０４１ ０．２９７５ ０．１９６３
Ｓａｒｇａｎ ２８．５１０３ ２８．７４６１ ２８．６７４２ ２９．２１３７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０．８４０２ ０．８３２２ ０．８３４６ ０．８１５６

　　从指标数据来看，我国的政府干预程度从东部，向中部、西部依次加强，由前文可知，政府干预对金融
集聚所起的作用是显著为正的，那么分地区回归结果是否会出现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的地区积极作用越大

呢？首先，考虑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按照我国传统区位划分方法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进

行回归。结果发现，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调节作用存在地区差异，交互项弹性系数从大到小所属地区

依次是中部、东部、西部，表明并不是由东部向西部政府干预积极作用依次增强，反而相对政府干预水平

较低的地区，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更强。由此我们猜想，是否政府干预程度具有一定的区间限制，虽然整

体干预效果为正，但干预程度高低与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呈反向关系？

为了对上面的设想进行检验，同时，由于简单地按地理区位划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三个区域内的省

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如河北属于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东部地区，但其政府干预程度为８３６，高于陕西
（８３１）、宁夏（７３７）等西部省份；而河南、湖南、安徽、重庆、吉林处于政府干预居中水平的中部地区，然其
政府干预水平远高于西部部分省份，如宁夏、青海、新疆，也高于全国平均干预水平７１１。因此，我们按照
政府干预程度的高低将我国３０个地区分为两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交互项系数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
的地区不显著，而在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虽然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积

极作用是显著的，但是政府干预程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表４ 分地区回归结果

按地理方位分组 按政府干预程度分组

东部 中部 西部 高 低

Ｄｅｐ（－１） ０．４５６４

（０．２２３５）
－０．６６５２
（０．５６８５）

－０．０８５９
（０．４７８）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６１２）

０．４１７６

（０．０７１７）

Ｅｆｉｎｉｔ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４２０）
２．２４６７

（１．０７１３）
－０．１３５７

（０．０７９８）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２０１）

Ｐｏｌｉｔ×Ｅｆｉｎｉｔ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３６）

Ｃｉｔ
０．９４６９
（０．６７２８）

７．８３３４

（３．３７５４）
０．５４７９
（１．１２５６）

１．５９７８

（０．２５５６）
１．０６５６

（０．２７０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４７８
Ａｒ（２） ０．６８４５ ０．４９７０ ０．１５１４ ０．６６７８ ０．５１６６
Ｓａｒｇａｎ ２．７３９９ ２．０５４４ ４．０８５１ １０．５６０９ １２．３２８３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宏观经济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总第１８５期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将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中的金融业从业人数更换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重新
计算中国金融区位熵指数，再次对政府干预、金融集聚与地区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列

在表５中。
分别采用ＯＬＳ、２ＳＬＳ及系统ＧＭＭ回归方法进行回归，结果发现与调整前的回归一致，金融集聚对技

术进步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均通过５％及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金融集聚与政府干预交互项的系数基
本都显著为正，表明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有抑制作用，政府干预可以有效调节金融集聚的功能，二者相辅

相成，共同实现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政府干预、金融集聚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作用表现出随时间递

增逐渐减弱的特点，表明政策效果具有时效性。由此可知，关键解释变量的结果均非常稳健。此外，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前文回归结果及已有研究一致，符合预期。

表５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ＯＬＳ ２ＳＬＳ 系统ＧＭＭ

Ｄｅｐ（－１）
０．３９９６

（０．０２８６）
０．３２７３

（０．０３５９）

Ｅｆｉｎｉｔ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５０）

Ｐｏｌｉｔ×Ｅｆｉｎｉｔ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Ｐｏｌｉｔ×Ｅｆｉｎｉｔ×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３）

Ｃｉｔ
１．０３２６

（０．１００２）
１．０２３４

（０．０９８０）
１．００７６

（０．１０７２）
０．９９４２

（０．１０４０）
０．９０４５

（０．０８８２）
０．９７９１

（０．０９４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２２９
Ａｒ（２） ０．１６３４ ０．１８４０
Ｓａｒｇａｎ ２９．０１９５ ２８．１５７８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０．８２２６ ０．８５１８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金融集聚的建立、发展及其对技术进步的作用都深

受政府影响。在国家推动金融集聚的过程中，要避免盲目推进金融集聚水平的增加，金融集聚对地区技

术进步水平提高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以及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因政府行为

对金融集聚的作用较为复杂，其作用效果的不确定性与我国转型期所处的特殊环境为探索政府干预的合

理方式、适宜程度以及有效规制政府行为、发挥政府积极作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本文针对政府

干预作用于金融集聚乃至技术进步的效果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政府干预使得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

的偏效应上升；政府干预的代表性的政策工具，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劳动力流动管制、金融抑制对金融

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存在促进作用；政府干预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并非越多越好，当前在我国表现为

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积极作用大于干预程度高的地区，按地理区位划分的检验结果也符合这一规律，

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主导金融集聚的过程中应因地

制宜。

虽然金融集聚当前未能起到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技术发展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解决如何

对金融集聚进行调节和规制的问题。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解决金融集聚的制约问题必须从其形成和

快速发展的源头———政府干预入手，在改革国企垄断和市场寻租行为的前提下，保持政府对市场的先导

功能及其推动国家高科技战略发展的能力，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型企业流动，提高资本质量和使用

效率。政府干预应对各区域金融发展情况进行统筹，合理调整干预程度和地区干预力度，政府干预须有

度，政府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化的推进同样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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